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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汾河水库上游耕地发展与土壤侵蚀之关系

任世芳,赵淑贞
(太原师范学院, 太原 � 030012)

摘 � 要:分析研究了西汉至今两千年来, 汾河水库上游人口、耕地的增长过程, 结合勘察观测资料, 得出以下结论:

( 1)在 A D1892 以前, 本区土壤侵蚀的动力是自然侵蚀作用,耕地的扩大不是导致土壤侵蚀加剧的原因; ( 2)整个历

史时期直至现代,沟蚀在本区总侵蚀量中占主要成份; ( 3) 19 世纪末以来, 由于人口激增, 开始开垦陡坡地和急坡

地,导致土壤侵蚀加剧, 但就总体而言,侵蚀量中大部分仍是自然侵蚀即沟蚀,坡地开垦所造成的侵蚀量占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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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Farmland Development and Soil

Erosion in the Upper-reach of Fenhe Reservoir in Historic Period

REN Sh-i fang , ZH AO Shu-zhen
(T aiyuan T eacher� s College, Taiyuan 030012, China)

Abstract: Combined w ith the investig ation mater ials, the author s studied t he populatio n and the farmland increase in the upper-

reach o f Fenhe reservo ir in past 2000 y ears fr om t he Han Dy nasty . Some main results ar e as fo llo ws. ( 1) Bofo re A D 1982 the

main facto r led to soil ero sion of this ar ea was physical ero sion. And the r easo n of mo re serious soil ero sion w as not fa rmland

ex tension. ( 2) In the w hole histo ric time to now , the gully ero sion was do minant. ( 3) F rom the end o f the 19 th centery, the po p-

ulat ion of this ar ea incr eased ra pidly, so the steep slope beg an to be far med, w hich led to mo re ser ious soil er osio n, but for the

whole, mo st o f ero sion was physical er osio n and t he second er osion w as because of the slope fa 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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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 � 言

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是威胁黄土高原生态安全的最主

要因素,而在前工业社会,即现代工业尚未成为社会经济结

构中主要成份的历史时期,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就是惟一的

威胁。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的成因有人为和自然两种,究竟哪种

成因起主导作用,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主张人为因素

为主者,认为黄土高原在古代(如西周时期)原本是塬面平

整、植被良好的自然景观, 而从西汉开始大规模屯垦, 破坏了

天然林草植被,导致土壤侵蚀逐步加剧。[ 1] 另一种意见则认

为,黄土高原地区的侵蚀以自然侵蚀为主, 虽然现代人为加

速侵蚀会导致侵蚀模数增大, 但并没有占主导地位。[ 2] 并且

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典型沟谷的侵蚀 � � � 堆积过程分析研
究结果推论:末次间冰期以来, 自然侵蚀作用可能在加剧。[ 3]

显然,上述两种观点截然相反。

本文试图通过汾河水库上游两千年来人口和耕地变迁

的分析,探讨人类经济活动对于土壤侵蚀的作用, 初步结论

是:导致土壤侵蚀的主要因素是自然力,人为作用仅仅在现

代才起加速作用,而就总体来看, 仍居次要地位。

2 � 流域概况

汾河是黄河最大的一级支流之一, 也是山西省内最大的

河流, 而汾河水库则是汾河干流上最大的控制性大型水库,

它是太原市和晋中市的主要地面水供水水源,总库容 7. 2 �
108 m3 ,现已淤积泥沙 3. 1 � 108 m3, 并侵占兴利库容 0. 6 �
108 m3 , 如上游水土流失不能得以有效治理, 其下游新建成

的汾河二库也将在 10 年或至多 20 年内淤平。

汾河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5 253. 6 km2 , 占汾河上游流域

面积 7 727. 1 km2 的 68%。设计年平均径流量 4. 45 � 108

m3 ,但 1960~ 1995 年间的 36 年实际平均年来水量仅 3. 46

� 108 m3。年平均土壤侵蚀量为 1 874 � 104 t, 在 1959 ~

1987 年的 29 年间,年平均入库泥沙量为 1 408� 104 t。

汾河水库控制流域面积只占全流域面积的 13. 33% , 但

年径流量和泥沙量占全流域的 17. 61%和 43. 51% , 是汾河

流域的主要沙源。因此, 汾河水库上游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

整个汾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重中之重, 对本区的有效治

理, 不仅能保证太原、晋中工农业和城市的正常供水,而且可

以使全汾河流域的泥沙量减少将近一半。

根据土地详查, 流域内现有耕地 1 614. 5 km2 , 垦殖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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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7% , 这一比例本不算太高, 但因本区全部位于山区, 耕地

中有 83. 8% 为坡耕地。现有林地 1 204. 1 km2 , 覆盖率为

22. 9% , 高于山西全省水平( 13. 9% , 1989 年) , 但其中有林

地仅为 552. 8 km2。

汾河水库上游现包括静乐、宁武、岚县和娄烦 4 县, 这些

县的总土地面积为 6 782 km2 ,包括了各县境内属于桑干河、

岚漪河和蔚汾河水系的面积。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在分析

汾河水库上游人口及土地利用情况时,多应用 4县全县的统

计数字,即假定这些数字变化的趋势, 也代表了各县在汾河

水系部分的变化趋势。

3 � 历史时期本区耕地的拓展

3. 1 � 史料中耕地数据存在的问题
( 1)不少朝代只有一个全国耕地面积总计, 如西汉、隋、

唐,既没有分县数, 也没有分州、郡数。( 2)北宋虽有河东路

的耕地面积数字,但仍无分县数。( 3)明、清两朝虽有分县耕

地数,但明中、后期隐瞒严重,如全国税田总计,弘治时比洪

武时 100年间下降一半以上( �明史� 食货志� ) ,而清朝政府

的政策是� 原额断自乾隆初年, 以昭定制� [ 4]即以乾隆初年核

定的田亩作为"原额" ,按此征收田赋, 永远不变,因此官方统

计数字远远低于实际开垦数字。

3. 2 � 修正的方法与根据
如上节所述,在现存史籍中没有现成而可靠的数据, 作

者只能通过综合分析和类推, 以已有的资料为基础, 尽可能

准确地估算出各代表性朝代的耕地面积,重点是西汉、北宋、

明、清等 4 个朝代,因为上述时期社会比较稳定,对农业发展

较为有利,耕地面积必然大大拓展。

3. 2. 1 � 西汉人均耕地的推算和评估
西汉是中国第一个有耕地面积官方统计数字的朝代, 因

而是本文对土地利用史研究的起点和重点之一。�汉书� 地
理志� (以下简称�汉志�)中有全国人口数和定垦田数(即耕

地) , 由此可算出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作者在文献[ 5]中曾认

为�汉志�所采用的面积单位为小亩(合 0. 288 2 市亩) , 故算

得当时全国人均耕地 0. 267 hm2。但从尹湾汉墓出土的东

海郡�集簿�中所述:东海郡提封(即总土地面积)为 51. 21 万

顷[6] ,如按大亩计, 每大亩合 0. 691 2 市亩,则总土地面积为

23 598 km2。梁方仲等根据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量得
为 22 500 km2 [ 7] ; 葛剑雄先生根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
图集�量得为 19 756 km2 , [ 8] 显然按大亩计算的结果与现代

计算结果相近。但如按小亩计算, 东海郡疆域面积仅有

9 832 km2 ,则与现代计算结果相去甚远, 这证明应按大亩计

算西汉全国人均耕地,即应为 0. 639 hm2。

由�集簿�又可知, 东海郡人均耕地 0. 698 hm2 , 略高于

全国平均值,这也可以与�汉书�所云的定垦田面积互相印
证。

3. 2. 2 � 对北宋数据的评估
�文献通考� 田赋�记载:河东路有耕地 1 117. 07 万亩,

折合 1 005. 36 万市亩( 67. 02 万 hm2 ) , 估计有人口 225. 45

万人,人均 4. 459 市亩( 0. 297 hm2 )。

北宋的河东路包括了明、清以来山西省的大部分, 其中

含晋中、临汾、忻定、上党等人烟稠密的盆地。汾河上游相对

来讲地广人稀,自然条件较差, 故人均耕地应高于整个河东

路的平均值。由清乾隆四十六年官方统计数字得知, 汾河水

库上游的人均耕地数是山西全省人均值的 1. 879 倍, 按此比

例计算,北宋元丰年间本区人均耕地约 8. 378 市亩( 0. 559

hm2 )。

3. 2. 3� 明成化年间数据的修正
按�明通志�的记载, 从洪武二十四年到成化八年, 历时

81 年, 本区人口增加了 65. 64% , 耕地却只增加了 2. 21% ,

显然耕地的隐瞒严重。据�明史� 食货志�记载: 弘治十五年

( 1502 年 ) 的税田, 比洪武二十六年 ( 1393 年 ) 减少了

50. 30% , 全国如此,边远山区更不例外。作者按相当准确的

明洪武、清乾隆两年份人口、耕地数字, 假定两者增长呈直线

关系, 补插算得明成化年间的人均耕地数和耕地面积。

3. 2. 4� 清乾隆、光绪数据的修正
清乾隆四十六年的数字取自当时雅德、汪本直修纂的

�山西志辑要� (以下简称�清辑要� ) [ 9] 。光绪年间编修的�山
西通志�载有光绪十八年的各县田地数[4] ,但时隔 110 多年,

两书的数字竟完全一样, 察其原因,正是本文 3. 1 节所述, 文

献[ 4] 记载的是乾隆初年的"原额" , 即明代所谓"税田", 并非

实际开垦种植的土地。但就在同一年, 阳曲县刊布的�阳曲
丈清地粮图册� (以下简称�图册�) , 丈清全县耕地为 20 591

顷, 是�清通志�所载 8 458. 17 顷的 2. 434 倍。该县此次清

丈相当严格, �图册�公开发表, 并允许翻印, 农户必须根据

�图册�丈量的面积和评估的等级缴纳钱粮, 核发地契, 其数

据应该是可信的。至于太原府其他各县, 则尚未发现有重新

丈清的史料(李鸿章曾说: � 通省清丈,断办不到� [ 10] )但刘铭

传却于 1886~ 1888 年在台湾全省编造土地清册, 清丈康熙

收复台湾后 200 年来新开垦的农田, 使田赋收入由 183 366

两提高到了 674 468两, 为原额的 3. 678 倍。[ 11] 由此可见, 阳

曲县隐匿田地的比例还不算最高。再者, 阳曲为山西省会,

隐匿田地尚且如此之多,汾河水库上游位于偏僻山区, 地广

人稀, 隐瞒比例只可能更大,现均按 2. 434 倍计算实有耕地,

当与实际情况相近。

表 1� 历史时期汾河水库上游的耕地

朝代
人均耕地

市亩 hm2
人口数

耕地面积

市亩 km2
垦殖率/ % 备注

西汉 9. 592 0. 639 64686 620468 413. 64 7. 87 AD2

北宋 8. 378 0. 559 73842 618648 412. 43 7. 85 AD1080

金 6. 990 0. 466 150643 1052995 702. 00 13. 36 约AD1223

明(洪武) 10. 890 0. 726 35325 384675 256. 45 4. 88 AD1391

明(成化) 8. 810 0. 587 58512 515512 343. 67 6. 54 AD1472

清(乾隆) 6. 990 0. 466 137550 961500 641. 00 12. 20 AD1780

清(光绪) 7. 506 0. 500 243640 1828796 1219. 20 23. 21 AD1892

1983年 4. 502 0. 300 435100 1959000 1306. 00 24. 86 农业人口

1996年 5. 525 0. 368 427300 2361000 1574. 00 29. 96 农业人口

3. 2. 5� 现代耕地数据的来源
现代本区耕地资料来源有两种: 1983 年引自文献[ 12] ;

1996 年来自山西省水利厅 1997 年 7 月编制的�汾河上游水
土保持规划报告( 1998~ 2007) �(以下简称�规划� )。作者认

为, 前者虽为统计部门汇总, 但基层所报未必可靠, 一般偏

小。而后者系土地详查成果, 比较可靠。

3. 3� 耕地拓展史的小结
综合上节对各典型朝代的分析 所得人均耕地、垦殖率

如表 1 所示。从该表可见, 本区耕地面积和垦殖率总体来讲

是上升的, 1 900 多年来两者的增幅达 333. 8%。而人均耕

地起伏不定, 最高时(明洪武间) 0. 726 hm2 /人 , 迄至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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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只有 0. 368 hm2 ,为峰值的 50%。

值得注意的是,金代虽无耕地数字, 但其末期人口已达

北宋时的两倍,也超过了清乾隆后期的人口, 估计当时耕地

有 700 km2 之多(按乾隆时期人均耕地计算)。

4 � 关于侵蚀加剧开始年代的讨论

4. 1 � 古代本区农田集中于河谷平川
作者在[ 9]中曾提出:研究历史时期农耕活动对土壤侵

蚀的影响,应从平川人类活动强度的变迁入手,因为一个农

耕民族首先开发的是冲积平原与河谷川地, 一般来讲, 只有

当人口增加到某一临界值,平川土地资源已不敷需要时, 才

开始向坡地发展。本区情况也是如此,自古以来河谷平川即

为农业精华所在。西汉汾阳县治在今静乐县城关,北魏郦道

元描述: "汾水又南迳汾阳县故城, 东川土宽平垣山夷水"。

又写道: "汉高帝十一年( 196BC) ,封靳强为侯国, 后立屯农,

积粟在斯"(�水经注 � 水经三�)。东川即今东碾河, 足见早

在西汉之初,汾河干流静乐段和东碾河两岸已是粮食生产基

地。此外,今娄烦县汾河水库库区在西汉时也属于汾阳县,

估计其河滩地、一、二级阶地约有土地 20 km2 以上, 应也垦

为农田。

表 2 列出本区 4 县平川耕地和平坡地、缓坡地的面积,

其中,平川耕地包括了水田、水浇地、沟川地和河滩地, 总面

积为 215. 3 km2。平、缓坡耕地指坡耕地中地面较平坦和坡

度较平缓者,共 929. 42 km2 ;两者合计 1 144. 72 km2。

但从表 1 可知,西汉时本区耕地为 413. 64 km2 , 假定其

中 215. 30 km2 为平川耕地 ,其余 198. 34 km2 可能仍在平坡

地耕地的范围之内,土壤侵蚀还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假设平

川地、平缓坡地之和 1 144. 72 km2 为侵蚀轻微的上限, 则越

过此上限的年代可能在清光绪的初期。

还应指出,据土地详查,本区目前城镇农村及工矿企业

用地约 80 km2 以上,这部分土地在古代应主要也是耕地。

表 2� 汾河水库上游 4 县平川耕地和平、缓坡耕地 � km2

耕地类型 总 � 计 宁 � 武 静 � 乐 岚 � 县 娄 � 烦

流域总面积 6766 1933 2041 1506 1286

平川耕地 215. 30 41. 77 46. 23 99. 06 28. 24

其中:水田、水浇地 5. 77 1. 17 0. 58 3. 63 0. 39

沟川地 192. 94 38. 43 42. 76 87. 15 24. 60

河滩地 16. 59 2. 17 2. 89 8. 28 3. 25

平、缓坡耕地 929. 42 104. 94 460. 27 260. 69 103. 5 2

平川、平、缓坡合计 1144. 72 146. 71 506. 50 359. 75 131. 7 6

4. 2 � 耕地地面坡度对侵蚀量的影响
评估农田开垦给土壤侵蚀的影响,还可以从本区各种不

同地面坡度的耕地所占面积来分析。

王尚义先生此前曾认为:地面坡度< 3�的耕地可视为不
产生侵蚀的平川地。[13] 任世芳、孟万忠、赵淑贞通过 M or-

g arn 算式的化简指出: 当作物、降雨径流和土壤相同条件下,

泥沙的径流搬运量与 SinS( S 为地面坡度 )成正比,并认为地

面坡度在 7�以下即可视为土壤侵蚀轻微。[ 5] 景可、陈永宗、李

风新先生的建议分级标准是,侵蚀量小于 1 000 t/ ( km2 � a)

的土地定义为微弱侵蚀, 1 000~ 2 500 t/ ( km2 � a)为轻度侵

蚀, 2 500~ 5 000 t/ ( km2 � a)为中度侵蚀, 5 000~ 7 500 t/

( km2 � a)为强度侵蚀。[14] 对应于黄委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

试验站的资料,以上前 3 个等级分别对应于地面坡度 4~ 5�,

6~ 8�和 13~ 17�的冬小麦田。为了便于和现有黄土高原地
面坡度分级数据进行比较, 本文将耕地坡度 3~ 7�的定义为
轻微侵蚀, 7~ 15�为中度侵蚀, 15~ 25�为强度侵蚀, 25�以上
为剧烈侵蚀, 现将汾河水库上游 4 县耕地坡度分级统计情况

列为表 3,资料来源引自文献[ 15]。由表 3 可见, 本区耕地

中土壤侵蚀轻微的面积为 910 km2 , 而从历史时期耕地拓展

的过程看, 超过这一界限的时间约在乾隆四十六年

( AD1781)到光绪十八年 ( AD1892)之间。光绪十八年本区

耕地面积拓展到 1 219. 2 km2, 而中度、轻微侵蚀的耕地面积

合计为 1 414 km2 ,表明至少已经有 309. 2 km2 耕地产生了

中度侵蚀。如耕地的增长与时间成直线关系, 则开始产生中

度侵蚀的年代约为 AD1832, 即道光十二年左右。葛剑雄先

生指出: 我国人口从 AD1759 的 2 亿多, 到 A D1850 达到了

4. 3 亿, 90 余年翻了一番多, 供养这样庞大的人口, 部分得益

于新引进的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等作物的推广, 使原来

无法利用的山地和旱地得到开发[ 8] , 本区的历史也和全国的

历史一样, 但其负面效果则是促使土壤侵蚀加剧。由于各地

发展不平衡, 某些村落平川地较少, 对坡地的开发可能更早

一些, 则产生中度侵蚀的年代也会早于清光绪初期。这一估

计, 与上节的估计差异不大。

表 3� 汾河水库上游各县耕地坡度分级 � km2

娄 � 烦 静 � 乐 岚 � 县 宁 � 武 总 � 计

总耕地 352 746 544 516 2158

无侵蚀 13 12 23 8 56

轻微侵蚀 173 148 340 193 854

中度侵蚀 143 78 93 190 504

强度侵蚀 20 351 76 116 563

剧烈侵蚀 3 157 12 9 181

垦殖率% 27. 28 36. 59 36. 13 26. 72 31. 90

土地总面积 1286 2041 1506 1933 6766

5 � 各类土地的侵蚀状况

水力土壤侵蚀是黄土高原的主要侵蚀产沙动力,按其作

用方式可分为面状侵蚀和线状侵蚀两种, 其中线状侵蚀是黄

土高原主要的产沙方式, 指沟谷在暂时性水流作用下的侵蚀

产沙过程。据观测, 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沟蚀占 80% 左

右。[ 3, 14] (黄秉维院士、郑度院士、赵名茶先生等在[16] 中认为

沟蚀占总侵蚀量 70%以上, 与此相近) , 而面状侵蚀产沙主

要发生在农耕地上。

5. 1� 平川、平坡、缓坡耕地侵蚀状况
本区地貌可分为三大类, 即河川阶地区、丘陵沟壑区和

土石山区。其中: 河川阶地区面积 375. 92 km2 ,年侵蚀量为

16. 74� 104 t, 侵蚀模数为 445 t/ ( km2 � a)。河川阶地区的

土地中: 平川耕地(含塬地、菜地、园地 )占 35. 23% , 坡耕地

占 13. 26% ,林地、草地占11. 19% ,水域占 17. 25% ,居民、工

矿、交通等用地占 6. 59% ,荒地占 16. 48%。

由于平川耕地、林地、草地及其他人类利用的土地,侵蚀

模数均> 0,荒地侵蚀模数又极高( �规划�指出: 主要分布在

沟缘和沟坡区、覆盖度< 30% 的荒草地, 侵蚀模数高达 1. 5

� 104 t/ ( km2 � a ) )。因此, 可以确定本区坡耕地的平均侵

蚀模数< 445 t/ ( km2 � a)。�规划�还指出: 阶地和川地的侵

蚀模数分别为 0. 05~ 0. 1 和 0. 02~ 0. 04 � 104 t/ ( km2 � a) ,

因此平川耕地的侵蚀模数约与川地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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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阶地区的坡耕地中, 平坡地占 43. 81% , 缓坡地占

55. 99%。陡坡地只占 0. 20% , 可略而不计, 而急坡地则完

全没有。因此,可以认为该区的坡地仅由平坡地和缓坡地所

组成,而平、缓坡地的综合侵蚀模数< 445 t/ ( km2 � a)。

汾河水库上游平川耕地及平、缓坡耕地合计 1 144. 72

km2 , 如均按其侵蚀模数的上限计算, 年侵蚀量为 50. 94 �
104 t/ a,仅为本区总侵蚀量的 2. 72% , 可谓微不足道。而从

表 1 可知,直至清光绪十八年( A D1892) , 本区耕地面积才超

过这一上限(超过 6. 51% ) ,因此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 在 19

世纪末以前,耕地扩展不是本区水土流失的原因。

5. 2 � 沟壑的侵蚀状况
据山西省水利厅 1997 年调查, 侵蚀最为强烈的地域是

丘陵沟壑区的沟壑,裸土陡坡和植被覆盖度< 30%的荒草地

就分布在这里。沟壑不但产沙量大 ,而且沟坡互相促进, 坡

促沟蚀,沟又溯源侵蚀坡面, 导致土地侵蚀不断加剧, 成为悬

移质泥沙的主要策源地。

按照典型调查,汾河上游沟壑面积占流域面积 44% , 据

此推算,丘陵沟壑区的沟壑面积为 1 420. 5 km2 ,侵蚀模数以

1. 2� 104 t/ ( km2 � a)计, 则沟壑侵蚀量为 1 705� 104 t, 占丘

陵沟壑区侵蚀量的 86. 9% , 占流域总侵蚀量的 62. 3% ,这一

比例高于文献[ 3, 14]中记载的数值( 80%) , 更高于文献[ 16]

中记载的数值( 70% )。这表明本区沟蚀情况更为严重。由

此我们得到第二个结论:从历史时期到现代, 沟蚀占本区土

壤侵蚀的主要成份。

5. 3� 陡坡、急坡耕地的侵蚀状况
本区陡坡、急坡耕地有 423. 93 km2 ,占整个坡耕地面积

( 1 353. 35 km2 )的 31. 32%。据�规划�提供的数据, 坡地平

均侵蚀模数为 4 200 t/ ( km2 � a)。但由本文 5. 1 节可知, 平

坡地和缓坡地的侵蚀模数< 445 t/ ( km2 � a) , 由此可算出

陡、急坡耕地的侵蚀模数> 12 432 t/ ( km2 � a) ,其侵蚀量达

527� 104 t/ a以上, 占全区侵蚀量的 28. 12% , 而这一部分耕

地正是 1892年以后开垦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三个

结论: 在 19 世纪末以后开垦的陡坡地和急坡地, 是导致土壤

侵蚀的第二位因素, 这个人为因素对水土流失的贡献, 仅次

于自然因素造成的沟蚀。

(下转第 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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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到政府组织和出资建设,由分散建坝到以小流域为单元的

坝系建设,由盲目建坝到合理规划、设计的规范化建坝, 由重

建坝、轻管理到建设、管护、运行并重, 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 2000 年 ,黄土高原地区已建成淤地坝 11. 3 万座,

形成较完整坝系数千条,其中陕、晋、蒙三省区共有淤地坝 9

万余座,占总数的 82. 5%。黄土高原地区的 11 万多座淤地

坝共淤成坝地 30 多万 hm2 ,发展灌溉面积 2 万多 hm2。在

已建成的淤地坝中, 国家投资修建的骨干坝 1 356 座, 控制

流域面积 9 724 km2 , 总库容 13. 75 亿 m3。

为了进一步加快黄河上中游地区水土流失治理步伐, 水

利部将淤地坝建设列入 2003 年的三大� 亮点工程�之一优先
启动,并按照�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建设
规划�的统一部署进行实施。黄委会已将黄土高原淤地坝系
建设作为治黄重中之重的工作,这必将加快黄土高原坝系建

设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 2)科学实施林灌草生态工程建设。恢复和建造植被是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修复重建的关键环节, 植被具有良好的蓄

水保土、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合理建设、

开发与保护,可促进资源的有序利用; 反之, 植被破坏、资源枯

竭, 短期内难以恢复重建。因此, 在植被恢复重建时, 必须科

学实施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宜林荒山荒坡种植林果灌草的

生态建设工程。并因地制宜制定生态建设的科学实施规划与

方案, 依据植被地带性分异规律, 采取适地林灌草的类型、适

宜规模与合理结构和布局,建设合理的林灌草植被结构模式。

植被措施要和工程措施相配合,以小流域单元综合治理为基

础, 统筹规划,因地制宜措施优化配置,综合运用生物措施、工

程措施和耕作措施, 使三者功能协调、互补, 形成比较完整的

综合防治体系,并与合理利用土地、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

稳步扩大绿色植被,促进农、林、牧协调持续发展。

( 3)生态自我修复。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恢复改善是一

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不仅依赖人工治理加速其恢复, 更应

注重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 促进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

生态修复是本世纪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

调整, 它是针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广量大、受人为因素影

响多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水土保持措施。其主要目标是对大

面积的坡面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保护森林草场和生态环境,

加强预防监督措施, 使各类土地合理利用、得到休养生息, 使

生态系统能够通过自调恢复, 功能逐渐提高。

2002 年 3 月正式启动了甘、宁、蒙、晋、陕、新 6 省区 12

个旗县的黄河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工程, 这是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 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
的生态建设政策措施, 加快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的建设步

伐, 提高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的建设质量的重要举措。

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能够对环境变迁造成明显

影响, 反之,不断变化着的自然环境也影响着人类的活动。

目前综合治理已取得显著效益的乡村和小流域, 已改变过去

单一粮食生产为农林牧副与加工业等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改

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使原有的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趋向良

性循环。这证明前述环境治理方向与治理措施是符合自然

规律与经济规律的, 生态环境自我修复是切实可行的。所以

恢复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必须使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

展, 改善生态系统的结构、运行机制和功能, 提高生态系统的

适应性和调控能力, 促进生态环境自我修复,建设生态农业,

确保水土等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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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性较高。还有 3 个流域的 Shannon 's 多样性指数和

Simpso n's 多样性指数是汭河的最高而环江上游最低, 相对

而言汭河流域的稳定性即抗干扰能力最好, 合水川流域次

之,环江上游流域的最低。

表 3� 景观水平指数特征

CA NP PD CONT AG IJI C OH ESION SHDI SIDI AI

环江上游 4549. 94 482 0. 0675 74. 0737 15. 5260 99. 8645 0. 7671 0. 5125 96. 3731

汭河 1650. 92 3991 1. 0278 46. 8748 56. 3162 97. 1773 1. 7715 0. 8222 84. 9151

合水川 828. 30 2069 1. 3070 53. 9229 63. 1788 99. 4906 0. 1586 0. 7677 95. 5131

� � 注: CONTAG连同性 , SHDI Shannon's多样性指数, SIDI Simpson's 多样性指数。

4 � 结论与讨论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格局对流域的径流量与输沙量有重

要影响,同样流域土地覆被类型的空间格局分布特征与其水

沙变化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对泾河 3 个子流域的分析表

明:

30 多年来环江上游的径流量增加了 60%而输沙量却增

加了 1 倍多,合水川的径流量基本保持不变输沙量略有增

加,汭河的径流量减少了约 40%而输沙量却只有 1/ 5,同时,

各流域径流量与输沙量的年际间差异也较大。环江上游只

有 6 种土地覆被类型以草地 ( 46. 32% ) 和半荒漠草地

( 52. 23% )为主, 汭河有 9 种土地覆被类型以中林地

( 20. 42% )、农田( 19. 96% )和高密度草地( 21. 38% )为主, 而

合水川有 7 土地覆被类型以林地 ( 25. 95% ) 和郁闭灌丛

( 32. 89% )为主。从类型水平上看, 环江上游的土地覆被类

型较少且斑块数少, 表明该流域是以低密度草地和半荒漠草

地两种类型为主的空间分布格局, 而汭河流域各种土地覆被

类型分布相对比较均匀, 合水川流域的土地覆被类型植被状

况较好。从景观水平上可知, 环江上游的连通性最高而破碎

度最小, 汭河流域连通性最低而破碎度较高, 合水川的破碎

度最高而由于流域的面积小而连通性也较高。

流域内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覆盖类型的空间分布特

征以及所占的比例, 对流域的河流的径流量与水质有重要的

影响。通过分别对泾河 3 个子流域水沙变化与土地覆被类

型空间格局的分析, 可以看出汭河与合水川流域的植被覆盖

及其空间格局较好, 因此流域内的径流量相对较大而输沙量

较小, 环江上游的植被覆盖很差造成了径流量小而输沙量很

高的状况。如果能够获取各流域多年来的土地覆被类型的

时空格局的动态变化, 将会更好地揭示流域内土地覆被动态

对水沙变化影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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